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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妇女权利与国家父权制关系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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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是典型的国家父权制，奉行国家至上、家庭为根、好政府和强政府。新加坡政府对妇女定位是“贤

妻良母”和“好劳动力”，妇女既要承担照顾家庭培养孩子的传统角色，也要为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政府的妇女政策

围绕着这两个有点矛盾的定位不断调整，新加坡妇女权利因应国家父权制的需要而变化。政府是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

视角，而不是从性别平等和妇女利益的视角来提倡妇女权利，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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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Ｒights and National Patriarchy in Singapore
Fan Ｒuolan

( School of Asian Pacific Studi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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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patriarchy remains entrenched in Singapore，which believes in the primacy of the nation，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family，thus pursues a good and strong governmen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positions
women as“virtuous wive and caring mother”and“good labors”，in which women are not only supposed to bear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aking care of the family and children，but also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government’s policy on women adjusts constantly around these two somewhat contradictory po-
sitions，and women’s rights change in the light of the need of national patriarchy as a resul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women’s rights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family interests，rather tha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interests，so it is impossible to enhance women’s rights fundamentally．

国家父权制是父权制的延伸，是一种等级制的

社会结构，呈现为国家 /家庭、中央 /地方、富人 /
穷人、主体民族 /少数民族、男人 /女人的等级秩

序。在国家父权制主导下，不同阶级、族群、性别

的政治权力、资源分配均不平等。“国家作为这一

切的反映，其本质只能是男权的。”［1］新加坡是典

型的国家父权制，奉行国家至上、家庭为根、好政

府和强政府，人民行动党政府就像一个充满威严的

大家长，事无巨细管理和控制一切，因而，妇女权

利变化维度和走向也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下。
学术界对新加坡妇女的研究以妇女就业、婚姻

家庭、人口政策、女性参政为主①，对国家父权制

与妇女权利的关系则鲜有论及［2］。其实，目前世

界上的民族国家都属于国家父权制，研究这一议题

·4·

东南亚研究 2016 年第 1 期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对于深入分析父权制的形态及其对妇女权利的形塑

方式颇有裨益。本文以新加坡典型的国家父权制为

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国家父权制特征，探讨其对

新加坡妇女权利变化的影响。

一 国家父权制特征及对妇女角色的
定位

新加坡是一个 1965 年才独立的城市国家，由

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种族构成，建国之初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落后、种族隔阂、资源贫乏、缺

乏国家认同。为了使新加坡能在外部敌视和内部纷

争的困局中生存下来，人民行动党建立高效而廉洁

的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力促种族团结，强调秩

序和稳定，建构国家认同，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东南

亚最富裕、繁荣、稳定的国家。新加坡国家父权制

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国家至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

了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建构国家认同，人民

行动党政府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早在独立之初，人

民行动党就提出“生存的意识形态”: ( 1) 无论如

何，决定国家利益的是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生存

就等于人民行动党的生存; ( 2 ) 为了新加坡的生

存，国民要不惜奉献一切，甚至为国家牺牲自己;

( 3)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当须

实行能力社会主义［3］。第一条将人民行动党与国

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第二条则强调国家利益重于

一切。1982 年，李光耀总理提出用儒家的 “八德”
(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作为治国之纲，其 “忠”就

是要忠于国家，国家利益第一，加强群体意识［4］。
当新加坡已取得较高的发展成就时，1991 年政府

又提出 “共同 价 值 观”，即: 国 家 至 上，社 会 为

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求同存 异，协 商 共 识; 种 族 和 谐，宗 教 宽 容［5］。
第一条就是“国家至上”。实际上，在国家利益高

于一切的大旗下，人民行动党将 “新加坡的生存

与人民行动党的生存结合在一起，为人民行动党威

权统治提供了合法的意识形态”［6］。新加坡是党国

合一，人民行动党 = 政府 = 国家，人民行动党是国

家权力中心。
第二，家庭为根，稳定社会。新加坡政府强调

家庭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李光耀

总理一再指出: “家庭是绝对重要的社会单位。从

家庭，到大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7］这个稳

定系统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李光耀努力维

护这样的家庭系统，“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

避免的，就是决不能让三代同堂的家庭破裂……这

是一个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把家庭单位连成一体

的伦理关系和结合力的问题。”［8］1982 年的治国之

纲的 “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1991 年

共同价 值 观 的 第 二 条 就 是 “家 庭 为 根，社 会 为

本”，家庭是承担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提供亲情

的场所，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正如 1994 年吴作

栋总 理 在 国 庆 节 庆 典 上 强 调，传 统 家 庭 观 念 是
“价值基石”，提供了新加坡在 21 世纪生存的基

础，“我们必须高举这些价值，稳定家庭和我们的

国家”。所以政府要加强新加坡传统家庭观念，政

策要确保一家之主的权利、利益和特权，以便他能

规范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9］。可见，家庭在国

家父权制中处于重要地位，体现了家国同构理念。
第三，好政府与强政府，尊重和服从权威。新

加坡是威权政治，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实行精英

治国。精英们毕业于名校，历经层层选拔，进入政

府，内阁基本上是由军官、律师、医生、工程师、
银行家和教授组成。人民行动党政府高效而廉洁，

是干预能力极强的强政府。这个强政府不仅要捍卫

国家主权、促进经济发展、控制政党和选举，还要

控制和指导国民的行为、言论、婚姻和生育。实际

上，国家是放大的家庭，政府及领导人是扩大的一

家之长，自然有权力将其控制触角深入到家庭和个

人的方方面面。
第四，等级社会结构。新加坡的等级无处不

在，从 体 现 阶 级 的 “富 人—中 产 阶 级—穷 人”，

“精英—草根”，体现在种族方面的 “华人—印度

人—马来人”，到语言的 “英语—华语—方言”之

分以及性别的 “男人—女人”，等级结构深入政府

管理和人心，小孩子从小经历的学校分流制，就使

他们认识到人是分等级的，而不断进行的等级划分

要伴随他们一生。新加坡媒体人李慧敏指出，新加

坡政府“似乎非得要用很复杂的分类法把学生和国

民分等级才能进行管理”［10］。而等级是父权制的主

要表现之一。
国家父权制确立了等级制权力结构，性别与阶

级和种族一起，构成这一等级制结构的要素。在国

家父权制下，“国家不仅难以平等地对待妇女，而

且它还不同程度地构筑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在许

多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是为了强化对妇女的控

制。”［11］国家父权制其实是将妇女角色从家庭、家

族控制上升到国家掌控，它与家庭 ( 私人) 父权

制既有继承，也有区别，正如沃尔拜精辟指出的，

私人父权制的特征是家庭中父权关系的主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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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 国家) 父权制则为雇佣和国家所宰制。前

者的剥夺模式是个人的，是丈夫或父亲的剥夺; 后

者的剥夺模式则是集体的，是许多男人的共同行为

的结果。前者的主导策略可以归纳为排拒，即将妇

女排拒于公共领域活动之外，从而将她们限制在家

庭之内; 后者的主导策略是隔离，即允许妇女进入

所有 领 域，但 就 在 这 领 域 内 被 隔 离 并 处 于 从 属

地位。”［12］

从性别视角来看，新加坡国家父权制所推崇的
“家庭为根”部分继承了家庭父权制，这个家庭建

立在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主女从等性别秩序基

础之上。正如政府强调的 “丈夫是家庭的支柱和

核心，而妻子则是丈夫的辅助者”［13］。所以，新加

坡政府对妇女的第一个定位就是 “贤妻良母”，照

顾好孩子和家庭，辅助丈夫。而 “国家至上”又

区别于家庭父权制，要求为国家奉献一切，所以新

加坡政府对妇女的第二个定位是 “好劳动力”，为

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可以说，政府从现代和传

统两方面塑造新加坡妇女，她们既要成为贤妻良

母，承担照顾家庭培养孩子的传统角色，也要成为

好劳动者，参与国家经济发展。

二 国家父权制与妇女权利的变化

本质上，“贤妻良母”与 “好劳动力”这两个

定位是矛盾的，有时难以兼顾，因此新加坡政府的

妇女政策围绕着这两个有点矛盾的定位不断调整，

妇女权利因应国家父权制的需要而变化。
1. 新加坡妇女的教育权得到大力促进。
妇女要成为“贤妻良母”与 “好劳动力”，都

需要接受至少中学以上的教育，这样她们才能更好

地培养孩子和辅佐丈夫，承担职业所要求的技能，

所以新加坡政府积极促进女子教育，并取得显著成

绩。1957 年新加坡女性识字率仅为 33. 6%，1990
年上升到 84. 4%［14］，2001 年为 88. 7%［15］。受过

中学以上教育的女性大幅度增加，1960 年新加坡

女中 学 生 占 中 学 生 总 数 的 39%，1980 年 达 到
51. 5%，以后一直占一半左右［16］。1980 年女大学

生 占 大 学 生 总 数 的 32. 2%，1990 年 上 升 到
43%［17］。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但所学专业却有较

大差别，女生在人文社科和师范专业比例较高，而

在理工专业人数较少。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

1991 年女生占该大学学生总数的 53. 9%，其中在

人文社科专业占 69. 2%，在法律专业占 50. 7%，

在财会专业占 49. 2%，但在机械专业只占 15%，

计算机专业占 39. 5%，在医学专业占 34. 9%，在

牙医专业占 20%［18］。这组数据显示，父权制所规

范的性别分工反映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女生倾向

学习所谓“适合”女性的专业。新加坡政府非但

不致力消除专业上的性别差异，反而加以鼓励，如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鉴于女生过多，1979 年规

定招收的女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无论

她们成绩多高，这一歧视性政策的依据是许多医学

院毕业女生在结婚和生子后会放弃医生职业，“浪

费”了她们的医学教育，因此限制女生可以降低

政府和大学用在她们身上的资源①。这其实深刻体

现了贤妻良母定位与职业和专业选择的冲突。
2. 新加坡妇女的就业权得到大力提倡。
新加坡政府一直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自独立

以来，新加坡抓住国际大分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

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

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发展经济需要劳动

力，因此促进妇女就业也是新加坡政府的关注重

点。1957 年新加坡女性就业率只有 21. 6%，1966
年为 24. 2%，1974 年为 37. 4%，随着经济发展和

政府的大力推动，女性就业率大大提高，1984 年

为 44. 3%，到 1994 年高达 50. 9%［19］。
新加坡妇女在就业上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如

何兼顾家庭和职业，通常她们在婚前就业，生育后

退出职场。1984 年新加坡有 51. 4% 的职业女性因

照顾家庭和孩子而中止就业，有 24. 1% 的妇女因

结婚而中止就业，同年因上述两个原因中止就业的

男子只有 0. 4%和 0. 1%［20］。政府还实行弹性工作

制以促进妇女就业，也鼓励私人部门多设灵活工作

时间，方便妇女参加工作。但弹性工作制作用有

限，因为 70% 的妇女想要灵活就业时间的工作，

但只有 2. 8% 的职位是半职的［21］，远远满足不了

需要。
3. 新加坡妇女的参政权得到有限鼓励。
新加坡宪法规定妇女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长期以来妇女政治参与

程度不高。表现一是妇女非政府组织不活跃，只有
1985 年成立的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 ( Asso-
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Ｒesearch，AWAＲE)

比较活跃，提出很多性别议题和建议。二是女议员

比例长期较低，直到 21 世纪后才有较大增长。新

加坡 1968 年大选国会女议员比例只有 1. 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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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76 年和 1980 年大选议会中的女议员人数为

零。1984 年大选女议员占 3. 8%。在 21 世纪之前，

新加坡历届国会女议员比例从未超过 5%。2001 年

大选有较大突破，人民行动党推出 10 位女候选人，

全部当选，女议员比例达到 11. 8%。2006 年大选

女议员 达 到 21. 2%，2011 年 大 选 女 议 员 比 例 为
22. 2%①。三是女性担任行政官员的比例较低。迄

今新加坡最高权力职位中没有女性，总统、总理、
副总理都是由男性担任，在部长一级，迄今只有两

位女性，即 2009 年、2012 年出任总理公署部长的

陈惠华和傅海燕。即使在中下级行政职位中，女性

比例也不高，90 年代末女性在社区中心管理委员

会占 11. 3%，在居民委员会中占 18. 5%，在市民

咨询委员会只占 5. 6%。她们担任这些机构领导职

务的人数更少，如在 81 个市民咨询委员会中只有
1 位担任主席职位的女性，在 401 个居民委员会中

只有 50 人，在 109 个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中只有 3
位［22］。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妇女的定位是贤妻良

母和好劳动力，而不是充当政治家去参与政治和管

理，所以人民行动党虽然建立了妇女团，但目的是

让其动员女选民支持该党，而不是加强妇女参政

权，人民行动党也就不积极推出女候选人。1980
年记者提问为什么议会中没有女议员时，当时任人

民行动党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吴作栋回答，找不到合

适的候选人，“你能不能找到一位女性，她拥有像

男性一样的品质，和男人一样能干，她的丈夫或未

婚夫或 男 朋 友 会 同 意 她 从 事 这 样 一 份 危 险 的 职

业。”［23］在吴看来，政治是危险的职业，不适合女

性，女人只有像男人一样能干，还要得到丈夫或男

友的同意，才能从政。随着民主化浪潮发展，要求

增加女性议员的呼声渐高，李显龙总理表示愿意推

举更多女候选人，但他又一再说，“我思考了很长

时间，吸纳女性融入政治会比男性更困难，加上她

自己的事业和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女性很难

应对作为议会议员的要求。”［24］也就是说，贤妻良

母的角色定位阻碍了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
4. 新加坡妇女的生育权受到直接控制。
新加坡是小国，人口规模与其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因此女性的生育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换言

之，国家父权制取代家庭父权制，直接干预妇女的

生育。20 世纪 60、70 年代政府认为人口过多，开

始实行家庭计划，宣传 “两个孩子恰恰好”，妇女

是避孕、绝育的主体，承担起减少人口的重任。80
年代政府开始注重人口质量，鼓励高学历母亲多生

多育，1984 年颁布政策规定生育三个孩子的高学

历母亲有为所有子女选择最好学校的优先权，这项

政策引发众怒，政府不得不取消这一政策，代之以

规定生育三个孩子的高学历女性可获得奖励，每一

个孩子可获得每年 5% 的额外收入，另外她的子女

可享受税款减免，第一胎为 5%，第二胎为 10%，

第三胎为 15%。与此同时，政府采取措施使贫困

和低学历夫妻不要生育太多孩子，如生育一到两个

孩子实行绝育者获得一万新元补助，生育三胎以上

者分娩费用提高，目的是 “通过对学历较低的女

性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来迫使她们减少生育”［25］。
1987 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调整人口控制政策，改为

增加生育，允许妇女生育三至四个孩子，为此改变

个税减免政策，还改革带薪产假制度以鼓励生育。
2001 年政府规定生育第三胎的女性也可以享有八

周带薪产假，2004 年这一规定进一步放宽，女性

雇员生育第四胎时也享有带薪产假，而且产假时间

延长到 12 周。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家庭计划几乎都是针对女

性，有学者指出: “对于出生率下降，政府指责新

加坡华人妇女，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因为她们自

私、职业狂，不愿结婚，而新加坡华人男性的自

私、工作狂、大男子主义却不被讨论或被认为是
‘问题’的一部分。”［26］

5. 新加坡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得到维护

人民行动党政府重视家庭，早在 1961 年就通

过《妇女宪章》 ( Women’ s Charter) ，规定所有非

穆斯林家庭都应为一夫一妻制; 结婚必须进行登

记; 已婚女性有权保留本姓; 女性有权从事任何职

业; 女性有权管理和处置在其名下的财产; 在孩子

的照顾和赡养问题上，妻子和丈夫具有同等权利，

并有权从丈夫处获取赡养费。通过实施 《妇女宪

章》，国家父权制成功介入私人领域，极大地冲击

了家庭父权制，正如彼得森指出的: “通过加强对

婚姻、儿童监管、财产及公民权继承的立法，国家

控制了国家成员 /公民身份的再生产。”［27］

政府强调稳定的婚姻家庭，所以对高学历女性

不婚现象忧心忡忡。1983 年 8 月 14 日李光耀总理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鼓励高学历女性生育和结婚

的讲话，他认为基于优生学，高学历的男性应该娶

高学历的女性，才能生出聪明的孩子，而男性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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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只愿意娶各方面低于自己的女子，使得

高学历的女子嫁不出去［28］。为此政府还建立社交

发展署 ( Social Development Unit，SDU ) ，为在政

府部门、国企工作的高学历男女提供社交、联谊、
婚介服务，后又建立社交俱乐部 ( Social Develop-
ment Service，SDS) 为非大学学历的大龄青年提供

上述服务。也就是说，由政府充当红娘来促成单身

男女的婚姻。
家庭暴力影响到家庭的稳定，也受到新加坡政

府的关注。早在 1980 年政府就对 《妇女宪章》进

行修订，对遭受家庭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配偶或儿童

进行救助，法庭根据 “个人保护令”和 “家庭禁

制令”发出逮捕令，警察可依此逮捕［29］。但妇女

组织认为修订后的 《妇女宪章》在处理家庭暴力

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家庭暴力更多被认为是家

务事，警察不应过多干预。1995 年官委议员苏英
(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前主席) 提出 “家庭暴力法

案” ( Family Violence Bill) ，被议会所接受。1997
年议会通过《妇女宪章修正法令》，明确规定了家

庭暴力的定义，还规定了相应的处罚，这个修正案

基本接受了妇女组织的建议，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

女提供更多保护［30］。
国家父 权 制 要 求 妇 女 既 能 成 为 相 夫 教 子 的

“贤妻良母”，同时也能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 “好

劳动力”，所以提倡和维护妇女的教育权、就业

权、参政权和婚姻家庭权，并掌控女性的生育权，

极大地冲击了家庭父权制。但不论是在国家父权制

还是 在 家 庭 父 权 制 之 下，女 性 的 首 要 角 色 仍 是
“贤妻良母”，李光耀虽然优先发展经济，但他对

女性的定位首先是母亲和妻子，当“贤妻良母”与
“好劳动力”冲突时，后者要为前者让位，“我们必

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策，……从而使受过高等教

育的妇女生育更多的孩子。……我们需要提供平等

的工作机会，但是我们不能让女性去从事那些不能

让她们兼顾母亲角色的工作。……你们 ( 女性) 不

可能内外兼顾，即完成一个诸如医生、工程师等全

日制的辛苦工作，又照顾好家庭和孩子。”［31］

三 国家父权制与妇女权利关系解析

新加坡经过多年发展，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新加坡政府提倡性别平等，女性的教育权、就业

权、参政权、婚姻家庭权利得到维护和提升。但

是，新加坡的性别平等还有较大差距，决策中的性

别主流化程度也较低，与其发达国家的地位并不相

称。其根 源 在 于 新 加 坡 国 家 父 权 制 的 “国 家 至

上”、“家庭为根”、“好政府和强政府”、等级结构

等特征，决定了政府是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而

不是从妇女利益来提倡妇女权利，所以政府尽管宣

称支持性别平等，但在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

妇女权利。
“国家至上”决定了妇女权利变化取决于是否

有利于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利益时，妇女的相关权

利才能获得。女子教育有利于母亲培养合格的下一

代，有利于培养合格的劳动者，所以妇女的教育权

得到大力促进; 妇女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女

子就业权得到大力提倡，与之相应，政府实行带薪

产假和弹性工作制等，女性的工作权益得到一定程

度的维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就业上有与男人

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当新加坡劳动力短缺时，政

府大力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当失业率高

时，妇女第一个被解雇，如 1974 年新加坡经济不

景气，年底有 16，900 人被解雇，其中 79% 是女

性［32］。女性的生育权也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

人口多时，政府鼓励妇女节育，人口少时，政府鼓

励妇女生育，带薪产假制度和弹性工作制只是因为

要平衡母亲和职业角色，也就是生育和经济发展才

受到重视。甚至新加坡妇女的公民权也因国家的人

口需要才能得到平等对待。新加坡宪法规定，对于

出生在新加坡之外的人，如果父亲是新加坡公民，

他 ( 她) 可取得公民权，如果母亲是新加坡人而

父亲是外国人，他 ( 她) 不能取得公民权; 外国

籍妻子嫁给新加坡丈夫可申请公民权，但新加坡女

子嫁的外国籍丈夫不可申请公民权。这是一种性别

歧视条款，妇女组织多次要求修改，无果。但当政

府为了增加人口吸引海外人才到新加坡工作时，这

种歧视条款就被修改了。1999 年议会通过修订的
《公民身份法》，允许新加坡妇女的外籍丈夫申请

新加坡公民身份，2004 年议会修订公民身份法，

规定新加坡母亲在国外生育的孩子有资格获得新加

坡公民身份［33］。
“家庭为根”决定了妇女权利取决于是否符合

男外女内、男主女从、一夫一妻的性别规范。在新

加坡政府看来，“在一个家长制社会中，由于男女

之间的不对称性，要求男女平等是不可能和不明智

的，因此任何对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统结构的改变

都是不现实的。”［34］新加坡一些政策存在性别歧视，

如妻子没有工作，丈夫可以声称为妻子每年少交
1500 新元的收入税，但如果丈夫没工作，只有妻

子工作，她却不能要求为其夫减少交税，因为这不

符合男人是养家者的性别观念。此外，男公务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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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可以享受医疗或其他福利，而女公务员的

家庭成员却不能享有同样待遇。妇女组织对此提出

批评，吴作栋总理回应说: “妇女组织向政府施加

压力，要求改变公务员条例中有关女公务家庭成员

的医疗福利的规定……但是这将改变男女在家庭中

的责任。亚洲社会总是男人负起责任，他是最重要

的养家者，而不是妻子，如果……丈夫能依靠妻子

的医疗福利，新加坡男人将变成一个不重要的角

色，像在英国一样。”［35］由于这不符合男主女从的

性别规范，所以政府一直坚持公务员条例中的这一

性别不平等规定，直到 2004 年才修改。还有《妇女

宪章》规定离婚时丈夫必须向妻子支付赡养费，却

没有妻子向丈夫支付赡养费的条款。而妇女组织认

为时代已经改变，一些家庭是妻子出外赚钱养家，

丈夫在家照顾孩子，所以《妇女宪章》修正案也应

包括妻子向丈夫支付赡养费。但这一建议因与男外

女内、男主女从的传统性别规范不符，未被接受。
政府强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家庭暴

力破坏家庭和社会稳定，所以反对家庭暴力得到政

府的支持，多次修改相关立法。政府对不婚现象忧

心忡忡，甚至由政府充当红娘来促成单身男女的婚

姻。政府反对未婚生育和单身家庭，认为这是对传

统婚姻家庭的破坏，所以不批准未婚母亲和 35 岁

以下 单 身 人 士 申 请 组 屋。正 如 传 达 政 府 意 志 的
《联合早报》的一篇社论 《维护传统婚姻观念刻不

容缓》所述，如果批准这些人的组屋申请，就是
“鼓励”这种风气，所以政府 “必须同时通过政策

和公众教育，对维护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婚姻观念有

所动作，最重要的是传达，政府固然同情单身者的

处境，但是，不能因此而鼓励更多年轻人选择单

身。”［36］对于处于贫困中的未婚母亲，新加坡政府

不愿提供救助，因为她们违背传统婚姻伦理，正如

新加坡一位代部长林得恩指出的，“年青的未婚妈

妈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她们需要我们的理解。
……但是在面向未婚妈妈建立援助体系的时候，我

们要十分谨慎，以避免其他年轻女孩们仿效。因为

这样会弱化家庭的作用，并削弱个人责任感。”［37］

“好政府与强政府”决定了政府以效率、发

展、稳定为先，以公正、民主为后，压制了包括妇

女在内的民众的政治参与权。李光耀总理明确提

出: “国家要发展，纪律重于民主。民主发达导致

无纪律和紊乱的行为，这对发展根本不利。”［38］他

认为追求民主不能带来秩序，追求平等不能带来发

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只能导致混乱，建立平等社

会违背了等级秩序。新加坡政府不致力于扩大民众

的政治参与，所以女性政治参与也长期处于低水

平。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发展最好的年头是 1965 年

到 1981 年，因为 “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

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是在这些年里，

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

对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39］而恰恰是在李光耀

眼中最好的年头，新加坡女性政治参与水平最低，

没有活跃的非政府妇女组织，议会中没有一个反对

党议员，也没有一位女议员，世所罕见。人民行动

党政府奉行精英治国，政府强调能力是获得提名推

荐的最重要条件，不愿采取促进妇女参政的配额

制，尽管妇女组织为了增加女议员人数，建议在新

加坡实行的集选区选举中，除了一定要有一位马来

人或印度人候选人外，还要有一位女候选人［40］。
而且在 2006 年和 2011 年大选中集选区的竞选团体

几乎都有 1 至 2 位女候选人，但政府拒绝将其法律

化或制度化，因为这与精英治国相悖。
在等级结构下，权利与等级联系在一起。精英

享受更多的机会和奖励， “差生”则被早早分流。
即使是生育权也分了等级，高学历母亲被鼓励多

生，而低学历母亲则被迫少生。
新加坡政府对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推进具有

极强的功利性，提高妇女权利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国

家利益，而不是性别平等。所以新加坡尽管已进入

发达国家，但其政治民主和性别主流化却落在后

面。有学者精辟地指出: “事实上，这种强调对妇

女的需要而不是权利，在新加坡各级部门都能看

到。要理解女性在政治、公务员队伍和地方管理中

的代表性，这种区分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妇女的权

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管理的需求。当代表

性是基于后者的需求，它就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些

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当代表性是基于妇女的民主权

利，它就是更真实的，因为它基于进步的公正原

则，是不能改变的。”［41］

新加坡国家父权制决定了妇女权利从属于国家，

这种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基于性别平等的原则，不

利于真正提高妇女权利，也不利于性别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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